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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是“文本”吗？

———对一种主流电视文化研究方法的质疑

朱晓军

摘　要：电视研究作为一个处于传播学、美学和文化学等学科交叉地带的边缘学科，迄今为止尚未形

成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础。因此，以学科综合见长的文化研究学派，在电视研究中居于领先和

主导地位。文化研究学派的文本分析方法，固然可以借鉴文学研究和电影研究的成功经验，但用之于电视

研究之中，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即 “文本谬误”。电视研究要获得突破，就必须走出这种 “文本

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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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既是一种兴起于二十世纪的新媒介，也构建了一种复杂的媒体文化。正因为此，将电视纳入学

术研究的视野之内，其理论前景既蕴藏甚丰，充满诱惑，又荆棘满途，困难重重———习用的传播学、社

会学等等单一学科视角当然无妨洞幽烛微，但高屋建瓴的整体性电视研究，其有效的方法论，迄今为

止，仍然是付诸阙如的。就当前最有成就的电视理论家约翰·菲斯克的研究而言，其在方法论层面也

存在着一个极大的误区，姑且将其称之为 “文本谬误”。所谓文本谬误，指的就是电视研究对文本分析

方法的滥用和误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滥觞，始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文本”这个术语原本来自于文学

研究，它最初的意指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学 “作品”。后来随着结构主义的异军突起，尤其是罗兰·巴特

的批评实践及其示范效应，这个概念开始蔓延和膨胀———文本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就连图片、海

报和时装等都成了 “文本”；而在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那里，文本的边界已经扩张到了包罗万象的地

步：历史、哲学、文学、社会等等尽收囊中———以至于 “文本之外空无一物”便成了后结构主义标志

性的格言。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当然还有巴特和德里达等人沿着文本的概念继续推进，又发展出

一套复杂的互文本性理论：所有的文本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一个词的意义是由它与另一个词的差

异构成的，在场的词义受制于缺席的那个词，因此每一个文本也都指向另一个文本，词义 （意义）的

链条永无止境，文本的链条同样也无休无止———互文的纠葛也将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媒介复杂地牵连

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作为文本的合法性似乎毋庸置疑，而电视形形色色的节目单元也为文

本分析方法提供了绝佳的用武之地。但是，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 “文本”整合起来，还原为现象学意

义上的电视本身，却殊非易事，就连 “互文性”这样的利器，也未必派得上用场。

一

可以肯定的是，就其最初和普遍的意义来看，“文本”是由语言建构的。因此，语言学尤其是索绪

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方法，就成为后来所有文本理论的出发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麦茨把结构

主义的符号分析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应用于电影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因此，毫不奇怪，当电视研究被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堂而皇之地引进学术殿堂时，在文学研究中已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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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和符号学电影研究，就成为放在他们手边最方便的理论资源———更何况，

文化研究的主将们无一例外地出身于传统的文学系，受过严格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训练，因而，将文

本分析的技巧带入电视研究之中，就成为一件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情。文本分析法在文化研究学

派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阐述文化研究方法论的 “两种范式”时已经初露端倪。关于电视研究中

的 “文本”概念，美国学者隆·莱博在其 《思考电视》一书中回顾道：“当前，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

大受欢迎，这些年来见诸许多学者的著作中，如霍尔、莫利、西尔弗斯通、安格、拉德威、阿伦和普

雷斯等等。通过把电视概念化为文本，文化研究的分析人员界定了节目中权力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及

范围广泛的诠释反应，而权力在此诠释中被人们建构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１］然而，将文本分析的方

法在电视研究中执行得最彻底、运用得最纯熟的，当属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电视理论家约翰·菲斯

克 （ＪｏｈｎＦｉｓｋｅ，又译费斯克）。

菲斯克在他经典性的电视研究著作 《电视文化》的开篇，就直言不讳地坦白了他把电视作为 “文

本”，把观众当作 “读者”的基本思路。菲斯克说：“用 ‘读者’这个术语描述收看电视的人似乎不太

合适，可是在本书中，我对它的使用非常频繁。我使用了诸如 ‘观看者’、‘观众们’、‘观众’等不同

的术语，来指观看电视的人。……与 ‘观众’或 ‘观众们’相比，‘观看者’与 ‘读者’这两个术语

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在使用这两个术语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有不少重叠。但是它们所强调的重点不同。

‘观看者’是一个看电视的人，是一个在社会环境下从电视中感悟意义、得到快乐的人。…… ‘观看’

的对象是电视，‘阅读’的对象则是所有文本。所以 ‘读者’这个术语的意义是 ‘文本的生产者，意义

与快乐的制造者’。”［２］菲斯克将文学研究术语几乎原封不动地挪用于电视研究，他的信心来自于文化研

究学派尤其是霍尔著名的 “读者”的 “解读”可以生产意义的观点。也就是说，孤立的 “作品”只有

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称之为 “文本”，不是作者而是读者赋予文本以意义。尽管这个观点在文学研究

中早就广为人知了，但大张旗鼓地将电视 “节目”转换为文学 “文本”纳入理论视域的，正是菲斯克。

他说：“节目一旦被解读，就成了文本，也就是说，当节目与任何一个观众发生互动的时候，就会刺激

意义／快乐的产生……节目是由电视业生产的，而文本则是由读者生产的。”［２］（１７）菲斯克的逻辑是，既然

电视的意义是观众生产的，那它必然就已经具备了 “文本性”，因为任何可以刺激人们生产出 “意义”

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 “文本”。

然而，菲斯克也意识到把 “观众”简单地等同于 “读者”可能引起的争议，但是他并没有做进一

步的反思和辨析，而是创造性地发挥了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巴特把文本分为两类： “可读的”和

“可写的”。“可读的”文本是一类可以进行有限的多种解释的文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进行阅读

的，是半封闭性的，即 “读者式文本”；“可写的”文本则不能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来阅读，已有的

解码策略不适于这类文本——— “可写的”文本是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表意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

即 “作者式文本”。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尤其是 “可写”的 “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正好解决

了菲斯克本人必须要面对的电视的 “多义性”甚至 “歧义性”难题。菲斯克把巴特的 “作者式文本”

做了一点小小的改造，“虽然电视表现出开放式或作者式文本的许多特征，可是有一点却与它们截然不

同：电视很流行，可是开放的作者式文本是典型的先锋派、知识分子的东西，只符合少数人的口味。

电视是大众媒体，应当被看成是 ‘生产者式的’。生产者式文本把作者式文本的电视特征与读者式文本

易于理解的特征结合起来了。与作者式、先锋式文本不同的是，电视没有因为要引起人们对其话语的

注意，而使用带冷僻话语的权威声音。”［２］（２２）这样，文本理论所针对的先锋文学与大众电视两种不同研

究对象之间大雅与大俗的差异甚至鸿沟，就被菲斯克轻轻地抹掉与忽略了。他毫不犹豫地将其主要观

点建立在了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电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它能给不同的人

提供不同的快乐，它的文本及接受方式的特点，使我们得以积极参与被我称为 ‘文化’的意义生产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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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２］（１３５）

在 《电视文化》以及别的论著中，菲斯克基本上没有对他的电视文本研究与通行的文学文本研究

之间的内在矛盾进行反思。实际上，学术界质疑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息过。首先是对电视观众作为菲

斯克意义上的 “读者”或者 “生产者”地位抑或功能的疑虑。美国学者隆·莱博就曾经提出：“……

文化研究分析人员如何把通常发生于电视收视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吃东西、阅读、说话、熨衣服、写

信等等———涵盖在文化概念之中呢？关于文本的观念能否直接扩大到这类活动中，以便分析人员在所

有这类活动中，包括电视使用活动，比较规范性规则、权力效益或潜在性抵抗的种种模式呢？

……”［１］（８７－８８）。文化研究派的电视理论家格罗斯伯格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文本不仅处于互文性层面

上，处于一系列结构中，而且在技术上还被其他社会关系和活动所规定。人们很难单单听广播，看电

视或者上电影院———还要学习，与人约会，驾车去某个地方，参加聚会等等。不仅相同的 ‘文本’在

不同的条件下是不同的，而且文本的多种外观也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３］由此可见机械地挪用文本分

析方法在研究电视时必然面临着方枘圆凿的困境。

其次，问题不仅仅表现在电视观众的 “读者”身份能否成立，仅就电视节目而言，能否以 “文本”

名之，仍然有待商榷。尽管如此，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武库里地位太重要了，几乎已经成

为他们的看家本领，而否定了这种方法，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对电视进行任何概念化、抽象化的理论思

考。这样的尴尬局面，我们常常会在怀疑把电视作为 “文本”进行研究的合法性的学者那里看到，比

如，罗伯特·艾伦的犹疑态度就很明显。他说：“电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更不稳

定、更为短暂的文本。研究幼儿所经历过的那种对电视的本体论困惑使我们开始想到了电视中各种形

象出现并消失的那种奇特方式———在这停留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也许永远消失了。而且

在电视行业中，很少会有人把 ‘节目’看成是一系列自律的、孤立的文本。因为商业电视的目的是为

了模仿人们长期的、习惯性的观看行为，所以他们不是把节目设想成书架上的书本，而是把它看成节

目表那永无休止的流动的波涛。”［４］艾伦正确地注意到了电视节目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流动的节

目不具备固定的书本那样的 “可读性”。但对他而言，完全抛弃文本这个概念也是一件为难之事，无奈

之下，只能在矛盾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非文本的 “文本”了。

事实上，就文学意义上的 “文本”而言，无论其外延何等宽泛，但作为一种语言结构它至少应该

具备两个条件：形式的稳定性和内涵的同质性。它有自己的边界。阿格尼丝·赫勒对现代性视角中的

“文本”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她说：“在整个现代早期，作品 （阐释对象）被

认为是具有权威的，是秘密的守护者———一种把自身提供给人们破译的圣学。著作权 （真实的或虚构

的）对于权威性来说仍然是关键的。而且可以肯定，我们关注一件古老作品并探询它的理由不外是这

样一种信念：如果你一千次地质疑它们，就仍然可以获得惊人的发现。一件艺术或是哲学作品，一部

宗教崇拜的文本，往往都是明星证人。它们可以不断地被讯问，因为我们期望只要我们从一个不同的

角度问它们一些新的问题，它们就仍然能透露出新的、原初的、令人惊异的秘密。”［５］所有的文本都有

一个隐含的 “意义”或者 “内在的质”，也就是阿格尼丝所说的 “秘密”。阿格尼丝随后讨论了 “文

本”扩散与泛化的后现代状况，“但是由谁来决定一个文本是权威性和秘密的载体呢？谁来选择值得给

予忠诚对待的文本呢？不再有一个权威来选择。在这方面，确实是 ‘什么都行’。找到任何雕像、宗教

文本、仪式、诗句、歌谣等等，以一种忠诚的精神来质询它们———期望它们回答你，期望它们透露它们

的秘密。”［５］（２０５－２０６）实际上，文本的扩散不仅仅是由经典到通俗，它还远远地逾越出语言的界限，诸如巴

特分析过的时装体系等等。但所有这些具备维特根斯坦所谓的 “家族相似性”的文化现象，它们之所

以能够被当作 “文本”，是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 “结构”，可以通过语言学／符号学操作进行分析———也

就是说，非语言的对象之所以被视为 “文本”，是因为它们都具备一种 “语言性”，有自己的符号 （能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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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所指）和 “语法”———先有一个蕴含 “意义”的编码系统，才有解码的用武之地，才适用于文本分

析的方法。

显然，电视并没有一个 “同质”的、稳定的结构，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编码系统。从根本上讲，电

视不是语言性的，它纷然杂陈、漫流无际，既无中心，也没有边缘———电视形象流 （图像和声音的流

动）没有结构，甚至没有可以用于与 “解码”相对应的那种固定的 “意义”，这就是它的非文本性。正

如隆·莱博所说：“图像的流动和片段化，以及在宽泛的意义上，节目的重复，这些内容构成了符号的

一个领域，这个符号领域由图像的运动、联合、并列和脱节构成，相对地不同于任何可以描述的特殊

的规范内容。”［１］（８５）一旦那些汇集于图像与声音之流中的片段，诸如某个具体的电视节目被硬生生地抽

取出来，作为自律的、孤立的 “文本”被放在结构主义或者无论什么别的主义的解剖台上，它们就会

化身为 “电视剧”研究或者 “电视新闻研究”———也就是说，割裂的、具体的 “节目”研究和那个整

体的、混杂的、流动的电视没有多大关系了，我们仍然不能正确地把握电视或者 “看电视”的整体特

征与文化意义。这样说决非否定电视节目个案研究的价值，只不过就 “电视研究”与它们的关系而论，

整体永远大于部分之和，“窥一斑”实际上不可能 “知全豹”———更何况这个整体是完全异质的、松散

的、碎片化的。

菲斯克本人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也提到：“……像新闻报道、广告或叙事的场景组合都是片

段的，在这些段之间就产生了流。这些段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像肥皂剧这

类多头叙事的节目中，从一个叙事切换到另一个叙事的时候，经常也是快速的、无动机的。”［２］（３０）遗憾

的是，菲斯克太得意于他那个 “生产者式文本”对开放性和歧义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了，而没有意识

到如此一个无所不包的 “文本”概念，当它的外延无限扩散，以至于能将诸多异质性都囊括其中的时

候，它的 “内涵”即那个统一的 “质”，又如何界定呢？———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过于宽

泛、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它的内涵就会萎缩，从而有失去意义的危险。实际上，对于电视的这种杂揉

拼贴的异质性，雷蒙德·威廉斯早就根据自己在美国看电视的体验描绘过了，他写道：“由于插播商业

广告和预告片的间歇通常没有惯用标志，连续镜头可能从洛杉矶释放的恐龙跳到声音深沉的妇女为用

咖啡留住丈夫表示忧虑，跳到印地安从远方的地平线上走过来，跳到巴黎饭馆里的一个姑娘突然从餐

桌边跑掉，开始放声大哭。或者你能看到较常用的有意义的连续镜头。简明新闻也定期被中断以插播

商业广告。一天晚上，正在播放令人撕心裂肺的、残疾人从越南的老虎笼子出来的画面，连续镜头的

下几个画面却是一群孩子在新英格兰的花园里奔跑，欢唱一首关于谷类食品的歌曲。”［６］

正是基于这样的体验，威廉斯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电视是一种 “流”的观点。菲斯克对威廉斯的这

个观点并不陌生，他评论道：“威廉斯说电视是一种 ‘流’，他的意思是电视是由连续不断的画面所组

成，它们不受任何逻辑法则或因果关系法则的制约，但它们构成了 ‘看电视’的文化体验。”［２］（１４１）但

是，在肯定威廉斯敏锐的洞察力的同时，菲斯克却笔锋一转，指责威廉斯为自己的文学经验和背景所

困，企图在 “流”中寻找 “一个具名的作者”，这个作者应当对 “前后一致、统一的文本过程负起责任

来”。［２］（１４２）实际上，这样的责难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在菲斯克所引用的威廉斯的论述中，根本都没有

出现过 “作品”或者 “文本”这样的字眼———没有证据表明威廉斯本人是把电视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

的，反倒是菲斯克一再将电视与文本相提并论。菲斯克在此之所以极力和封闭性的文学文本划清界线，

甚至不惜把威廉斯当假想敌，就是要推出他自以为最能涵盖电视开放性特征的概念——— “生产者式文

本”。在菲斯克看来，“不断切换频道可使观看者产生对片段的观看体验，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形象拼贴

艺术，其快乐在于这些形象的不连续性、它们的拼凑以及它们的矛盾。这是推至极限的片段手法，使

电视成为最开放的生产者式文本，因为它避开了所有的封闭企图。这是一种临时拼凑的图像形式，可

以从大规模生产的作品中产生个性化的电视文本。”［２］（１５０）显然，菲斯克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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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以及这个概念可能引发的悖论。

菲斯克的 “生产者式文本”一说，把 “文本”的创造权交给了他所谓的观看者／读者。这在某种程

度上巧妙地回避了语言性文本必须面对的 “作者”问题。与电影不同，电视没有 “作者”。尽管电影和

电视都是集体的产品，人们却将电影的个性化风格归功于导演，导演就被视为电影的作者；电视也有

导演，但没有人把电视导演等同于作者的地位。作者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就锚定了 “文本”的边界。

正如福柯所言：“作者之名显示了某种话语群的存在，也显示了这种话语在社会与文化中的地位———

（它）只伴随着某些特定文本而排斥其他文本。”［７］没有作者的 “文本”，必然是零散的、难以界定的。

这样一来，由于电视 “生产者式文本”的 “意义”是完全受制于观看者一方的，不可避免地，这个术

语在契合 “观看者”碎片化的观看体验的同时，必定要付出其 “内涵”随之碎片化的代价。因此，菲

斯克的 “生产者式文本”是非语言性的，只能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作为一个术语，它缺乏 “质”的

规定性———当这个概念随着电视观看者游离的目光而必须在一种流动状态中漂浮的时候，恰好无可辩

驳地表明了它的 “非文本性”。

二

电视 “文本分析”研究的另一个方法论根据，是建立在电影研究的范例之上的。由于同为图像媒

介，人们常常将影视等量齐观，因而，电影研究的方法，特别容易被不折不扣地移植到电视研究领域

中去———电视作为一个相对电影而言新兴的学术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样的倾向。因此，电影研

究对电视研究的误导尤其具有迷惑性，后果也最为严重。

电影在一定意义上是语言性的。因而可以被视为 “文本”———镜头／画面就是电影的 “词汇”，蒙

太奇和长镜头则构成了电影的 “语法体系”；并非不重要的是，电影有作者，它可以被看作是某个具有

创造性的人物 （导演）的 “作品”。 “作品”在指称电影时的普遍运用，实际上已经把它等同于 “文

本”了。因此，电影文本就像文学文本一样，为 “能指／所指”这样的符号学操作提供了一个粉墨登

场、大显身手的舞台———麦茨就是按照 “文本分析”的思路把复杂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方法成功

地引进电影研究之中的。但是，电视显然有所不同———视觉文化理论家维克多·伯金就没有迷信文本

分析方法，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电视研究的困难所在，他说：“视觉文化首先要考察的对象是这样一些东

西：叙事性电影、广告、记录图片，等等。然而，电视给现有的分析模式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难题，因

为把电视产品看作独立的和有限制的对象要困难得多。”［８］针对这种困难，伯金将电影研究与电视研究

做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对比，他论证道：“以现象学的观点看，当代 ‘西方’日常的文化 （以及其他地方

的文化，如日本的文化）中的视觉图像领域是异质的和混杂的。图像消费者 ‘飞快地翻阅’着数不清

的杂志、电视节目的 ‘频道’。整齐划一的语义对象———如果有的话———几乎不会受到注意。而且，

‘对象’本身的边界也在扩展，变得可相互渗透或相互转换了。”［８］（１８９－１９０）

与电影不同，电视缺乏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结构。没有一个单独的节目甚至节目类型可以代表电视，

电视是所有电视节目的大杂烩。何况，看电影的语境与看电视的语境也是判然有别的，因此形成了意

向性的 “凝视”与非意向性的 “
!

视”两种不同的视觉经验和 “看的方式”———相对而言，回到我们

引述过的罗伯特·艾伦的说法，电影更容易无可厚非地被 “设想为书架上的书本”，而电视乃是 “无休

止的流动的波涛”。总之，电视研究贸然采用电影研究的理论方法，除了要面对上述种种难以弥合的差

异之外，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对电视至关重要的声音／音乐纳入符号学分析的模式之中。不难理解，

这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被早已习惯于 “文本分析”方法的电视理论家们系统地回避开了———就连菲

斯克本人，在他视野开阔、才华横溢的 《电视文化》中，对电视声音／音乐也几乎一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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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电视的非文本性特征，在离人们一直涵泳其中的文学经验渐行渐远之时，

却与２０世纪以来的先锋艺术体验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共同建构了现在被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性的感知

模式。当然，这样的感知方式并非空穴来风，无根无由，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及其经验

之中的———维克多·伯金总结道：“‘跳跃性的、非连续性的、倒退的和延宕的行为’———我认为这正

是对我们接受当代影像环境的方式的恰当描述。”［８］（２０３）无疑，这正是对电视经验的恰当描述。伯金进一

步概括了艺术领域从２０世纪初以杜尚为始作俑者的达达主义到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行为艺术、装置艺

术的基本特征，他说：“拼贴、蒙太奇、组合、装置和表演这五种媒介———可以说是２０世纪对艺术史做

的最重要的五种贡献———出现在大众媒介生产的世纪绝非偶然。在世纪初的视觉艺术家主要是立体主

义者、未来主义者、达达主义者和构成主义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则是表演和装置艺术家的时

代。”［８］（２１５）以这个论断为基础，伯金富有启发性地探讨了视觉艺术家们的创造如何建构了当代的视觉文

化经验，“拼贴、蒙太奇、组合、装置和表演艺术的基本原则就是其视觉形式断裂的、片段的、常常分

离的表征。因此，这些媒介把知觉的行动表现为不同文化经验之间断裂的联系，亦即分化。这种断裂

的联系使观众能参与到有意义且相互关联的创造中。这些媒介的分化表明，所有的人类经验都是断裂

的。这是一种具有问题框架的认识论，它要求创造性的结合，以产生新的和不同的理解。这些媒介将

视觉文化 ‘引证’和 ‘安置’在艺术的语境内，由此而成为视觉文化现象常常是如何被建构为社会内

部的断裂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８］（２１８）

艺术家常常是人类感知方式变迁的预言家———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也是这种变迁的推动者。但是，

断裂、拼贴、碎片化的视觉经验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如此普遍，曲高和寡的先锋艺术家必须把 “功劳”

让给大众传媒，明确地说，也就是电视。如果说是先锋艺术家们率先创造了后现代艺术的话，那么，

电视则把后现代艺术的体验从阳春白雪的象牙塔里攫取过来，日日夜夜不停地展示于千家万户下里巴

人的客厅———简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电视就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媒

体。电视研究的突破口，很可能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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